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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传播
＊

———国际规范扩散的视角

袁正清 宋晓芹
＊＊

内容提要 国际规范的研究是国际政治学中关注的重要议题。
目前西方学界从理论上更多地强调国际体系层面从上到下的传授和

国家层面的学习，在实证研究中重点关注西方国家如何把自己的规

范扩展到世界，但这种视角忽视了非西方国家在国际规范扩散中的

作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传播提供了一个观察非西方国家行为的
窗口。中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是通过外力强加给他国，不
是以所谓居高临下的“文明”标准来教化人，而是在平等交往过程中，
从周边有着共同遭遇和历史经历的国家着手，通过建立外交关系、国
际会议、国际组织和对外援助等渠道，逐步嵌入到更多的国际会议和
国际条约中，从意识形态相同的国家扩展到相异的国家，实现中国对

外关系原则的扩散。
关键词 中国政治与外交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国际法 国际

规范 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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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1954年，中国与印度、缅甸首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中国发展对外关
系、进入国际体系、参与国际法律制度建设的基本准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长
期以来一直是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仅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中国外交
的研究角度看，国内学界充分肯定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意义和价值。第一，
中国首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原则，体现了中国维

护国家独立与安全、与世界各国平等相处的政治愿望。五项原则提出初期，虽
然主要是针对亚非拉新独立国家的政策原则，但中国很快就认识到五项原则

的普遍意义，并在随后的外交实践中，主动积极地倡导要把五项原则推广到中

国与所有国家的关系中去，最终使之成为中国发展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第
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是中国外交从革命外交走向国家外交的重要标

志。尽管在冷战激烈对抗的年代，特别是在“文革”期间，中国外交在践行和平
共处五项原则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但总体上并没有影响五项原则作为中国

发展对外关系基本原则的连贯性。第三，改革开放以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
构建中国全方位开放的外交格局和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等方面彰显

出强大的生命力，是中国在当代国际舞台上最重要的一张外交名片，对于推动

中国的和平发展、塑造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极为重要。①另外，国际法学者对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国际法的发展也给予了充分肯定:第一，和平共处五项原

则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鸿沟，与国际法的精神和目的一致，也与《联合
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一致;第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既体现了中华文化“己所
不欲、勿施于人”和“协和万邦”的传统，又体现了现代国际关系独立平等的本
质，故而顺乎人心，合乎潮流，一经提出便得到众多国家的响应和支持; 第三，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当代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对构建新的国际

政治和经济秩序意义重大，是中国外交对当代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理论的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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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①综观近年来国内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研究成果，基于五项原则的
提出和发展及其对中国外交和国际关系影响的研究成果比较多见，观点也比

较成熟，但有一个问题值得关注，即最早作为指导中印、中缅关系的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究竟是通过怎样的路径扩散到世界并最终发展成为国际关系基本

原则的。
规范的研究是国际政治中的一个重要议题，涉及规范生命周期的产生、扩

散、内化，以及退化和消亡，除理论探索外，学界还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其
中关于规范扩散的研究成果尤为丰富。规范是一个给定身份的行为体的适当
准则。规范扩散是规范被不断接受扩展的过程。规范扩散大致经历了两波研
究历程。在两波规范研究的文献中，都涉及规范扩散的内容，基本上形成了两
种研究规范扩散的视角。第一种视角是道德世界主义 ( moral cosmopolitan-
ism) ，这一视角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 一是把规范看成普世的，比如反对地雷
运动、禁止化学武器、保护鲸鱼和反对种族主义等; 二是将规范的传播者聚焦
在跨国行动者身上;三是虽然注意到了说服作用，但更突出道德规劝。这些研
究隐含着普世规范的合法性。这一视角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道德世界主
义侧重从国际体系层次上理解规范的扩散，忽视了行动者的规范扩散诉求和

能动性，同时还带有强烈的两分法倾向:全球规范是好的，地区规范是坏的;二

是强调跨国行为体的规范传授 ( teaching) 作用，而忽视了地方行为体的反思
性。第二种视角是考察国际规范与国内规范的一致性或重合度。比如，组织
内部的文化是否与国际规范相容，已有规范和国际规范的匹配等，如果体系规

范与国内的规范产生共鸣，规范就扩散得快。虽然这种视角弥补了第一种视
角忽视行动者能动性的不足，但这种文化匹配视角还是一种静态的视角，忽视

了行动者扩散规范的过程。②

不过，在笔者看来，关于规范扩散的现有研究除了理论框架存在问题外，

更重要的是案例或实证研究忽视了非西方国家的作用。目前，大量研究是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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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Amitav Acharya，Ｒethinking Power，Institutions and Ideas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 Ｒoutledge，
2014，pp． 185-186．



方国家如何提出和扩散规范，非西方国家如何去接受或者更好地内化规范;西

方扮演了老师角色，非西方扮演了学生角色。因此，这是一个线性的传输和接
受过程，看不到规范的争论和竞争，非西方国家在规范提出和发展中的地位有

意或无意地被遮蔽了。目前，这种研究的西方中心正在发生改变。本文拟从
规范扩散的角度来理解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理解非西方国家观念和规范扩散

的路径和特点，借此进一步丰富国际规范扩散的研究。

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一个整体，最早出现在国际协定，即 1954 年 4 月中
印两国在北京签署的《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与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
中，但五项原则的提出有一个逐步形成和完善的过程。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共
领导人在谈到未来新中国的对外政策时，就多次涉及五项原则的一些具体内

容。1949 年 3 月 5 日，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谈到未来新中国的对外关系
时指出，“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① 4 月 30
日，他在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的名义发表的声明中强调，未来新中国

的外交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② 6
月 15 日，毛泽东在新政协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中表示，“任何外国政府，只要
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

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
相尊重领土主权原则的基础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③ 6 月 30 日，毛泽
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只有“团结国内国际的一切力量击破内外
反动派……就有可能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之上和一切国
家建立外交关系”。④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
领》明确规定，“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
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
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⑤由此可见，作为和平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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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五项原则主要内容的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从一开始
就是构建新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

1950 年 2 月 14 日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第一次以双边条约的
形式表明了新中国发展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条约明确规定，“双方保证以友
好合作的精神，并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
方内政的原则，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合作关系，彼此给予一

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并进行必要的经济合作”。①这对于新中国外交来说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开局。如果说之前中国领导人关于五项原则具体内容的表述侧重
表达的是新中国建交原则的话，那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相关表述，
特别是条约关于互不干涉内政和互不侵犯的表述，则把上述原则扩展到了发

展国家间关系的层面，对新中国外交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把“和平共处”的概念与中国外交连在一起的是周恩来总理。1951 年 11

月 19 日，他在支持苏联向联大提出的和平建议的声明中指出，“两年来，中华
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基于和平共处的原则，曾经与许多和新中国社会制

度基本不同的国家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建立了正常的
外交关系”。②周总理的这一论述，把中国政府一贯倡导的平等、互利、互相尊重
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原则概括到了和平共处的外交思想中，从而使和平共处的

内涵逐步完善，并成为中国发展对外关系的指导原则。1953 年 9 月，周恩来在
会见锡兰( 今斯里兰卡) 贸易代表团时谈到，“我国政府自成立以来的政策，不
仅是各国和平共处，且求与他国在平等互利基础上互通有无，建立平衡的贸易

关系，共谋发展”。③

1953 年 12 月 31 日，中印两国政府代表团在北京就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
的关系问题开始举行谈判。周恩来总理在当天与印度代表团的谈话中提出，
“新中国成立后就确立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
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④这是中国政府关
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最早表达。1954 年 4 月 29 日，印度同意以中国提出的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缔结协定，于是五项原则被写入了双方共同签署的《中印关
于中国西藏地方与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当中。印度总理尼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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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称“周恩来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父”。① 正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
上，两国成功解决了中国西藏与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问题，并最终废除了印

度继承的英国在西藏的特权，在解决中印历史遗留问题的同时，也为当时中印

双边关系的正常发展奠定了基础。
1954 年 4 月，中国派代表团参加日内瓦会议。这是新中国以大国身份参
加的第一次国际会议，也是新中国向国际社会展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一次

机会。5 月 12 日，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在会议上就印度支那和平问题进行
的辩论发言中指出，“亚洲国家应该互相尊重各国的领土和主权，而不互相干
涉内政;应该以和平协商方法解决各国之间的争端，而不使用武力和威胁; 应

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各国之间的正常的经济和文化关系，而不

容许歧视和限制。只有这样，才能使亚洲国家避免新的殖民主义者利用亚洲
人打亚洲人的空前灾难而获和平和安全”。②这个发言虽然没有使用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的表述，但包含了五项原则的全部内容。5 月 14 日，周恩来在会见英
国外交大臣艾登时强调，“中国同它的亚洲邻邦都愿和平共处的。最近中国与
印度签订的关于在中国西藏的通商的协定，就足以表明这一点。在它的序言
中，中印两国申明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
平共处”，艾登表示认同。③

1964 年 6 月 24 日，周恩来离开日内瓦，对印度和缅甸进行了访问。6 月
22日，在回答《印度教徒报》记者关于对中印关系看法的提问时，周恩来强调，
“最近中印两国基于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
和平共处的原则，经过充分的协商而签订了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

通商和交通协定。这个协定不仅加强了中印两个伟大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且
还给亚洲各国之间的合作提供了良好的范例”。④

在与印度总理尼赫鲁的会谈中，周恩来表示，“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
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⑤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中印两国不但
自己可以建立信心，而且可以互相建立信心。这样对亚洲各国会有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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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他们相信和平共处是可能的，是可以逐步实现的”。“我们应该以我们的共
信原则给世界建立一个范例，证明各国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周恩来建议在即
将发表的中印联合声明中提一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说明这些原则不仅在
亚洲而且在全世界都适用”，这个建议得到尼赫鲁总理的赞同。① 1954 年 6 月
28 日发表的《中印联合声明》，强调中印双方将以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
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基本原
则，并认为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各国之间，而且适用于一般国际关系之中，它
们将形成和平与安全的坚固基础”。同一天，周恩来总理从印度新德里飞抵缅
甸仰光，对缅甸进行了为期两天的访问。1954 年 6 月 29 日发表的《中缅联合
声明》重申，双方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中缅关系的基本原则。《声
明》还指出，“如果这些原则能为一切国家所遵守，则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的和
平共处就有了保证，而侵略和干涉内政的威胁、对于侵略和干涉内政的恐惧就
将为安全感和互相信任所代替”。②中印、中缅联合声明不仅确认了和平共处五
项原则作为处理中印、中缅双边关系指导原则的现实意义，而且确认了其作为
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普遍意义，第一次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升到了构建国

家间关系的政治高度，是中国开始向国际社会推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开端。
需要注意的是，在中印、中缅两个联合声明中，原先五项原则中的“平等互

惠”被修改成了“平等互利”。汉字“惠”本有赐给、赠送之意，“互惠”有施惠于
对方之意，会给对方造成不平等的感觉。汉字“利”则指利益，与“害”相对。
“互利”强调的是双方在合作中的共同利益。显而易见，“平等互利”较“平等
互惠”更加鲜明地强调双方的共同利益，更有利于国家之间的合作。1954 年
10 月 12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联合宣言》声
明，两国政府将在与亚太国家和其他国家的关系中严格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

则，并把最初提出的第一条原则———“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修改为“互相尊
重主权和领土完整”。③ 这次修改体现了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突出了领土主
权的重要性，是在主权原则基础上对领土完整高度重视的集中体现。至此，和
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表述最终定型，一直到现在再没有改变。④

27

《国际政治研究》2015 年 第 5 期

①
②
③

④

《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91 页。
牛军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概论( 1949—2000) 》，第 100、101 页。
当代中国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 1954 年卷)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43、760—761 页。
林蕴晖等著:《1949—1976 年的中国:凯歌行进时期》，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359—361 页。



中国政府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对以《联合国宪章》为代表的当代
国际关系基本原则的补充和发展。( 1) 五项原则把“和平共处”单独列为一
项，作为指导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原则，突破了过去仅仅视之为一种价值观念或

宗旨目标的理论框架，而把它提升到了国家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高度，使其成

为具体可以操作的行动，有利于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 2) 五项原则突出
“相互”关系，强调国家权利与义务的高度统一，这在以往的国际关系中是非常
少见的。《联合国宪章》虽然强调国家不论大小主权平等，但并没有强调国际
关系的相互性。由于强权政治和国际秩序中不合理因素的存在，国际实践中
经常会发生国家权利与义务脱节的现象，五项原则所倡导“相互”关系，不仅有
助于防止某些国家在国际关系中谋求特权，而且有助于保护中小国家的基本

权利免受侵害，“既代表了亚洲国家对国际关系的新期待，也体现了各国权利、
义务、责任相统一的国际法治精神”。① ( 3) 将“平等”与“互利”结合在一起，
把“互利”作为国家间关系的权利与义务，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创新。《联合国
宪章》虽倡导促进国际合作，但没有突出“互利”原则。鉴于战后新独立国家在
国际经济秩序的被动地位，五项原则强调“平等互利”，不仅代表了新独立国家
发展民族经济的共同心声，而且有利于推进国际经济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

方向发展，是中国外交对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贡献。新中国不仅继承了
以往处理国际关系的一些基本原则，还从本国和其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

独立的新现实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更具包容性的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准

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传播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虽然是中国在处理双边关系时提出来的，但由于它超

越了不同国家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发展水平、历史文化等各方面的差异，中
国一直是把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普遍性原则推广的。1954 年 10 月
19 日，毛泽东在与印度总理尼赫鲁会谈时表示，“应当把五项原则推广到所有
国家的关系中去”。② 12 月 21 日，毛泽东在与缅甸总理吴努会谈时，强调“五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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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是一个长期的方针，不是为了临时应付的”。①那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
初作为指导双边关系的基本原则，是通过怎样的路径得以传播并最终成为公

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原则的呢?

(一) 在建立外交关系中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

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天，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就以公函形式向各国政府

发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宣告新中国将在平等、互利和互
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这是新中国政府的第一

个外交文件。最早与中国建交的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1949 年 10
月 2 日晚，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致电周恩来，表示苏联政府决定同中华人民共
和国建立外交关系。10 月 3 日，周恩来复电葛罗米柯，对苏联政府决定和新中
国建立外交关系表示欢迎，中苏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到 1950 年 1 月 18 日止，
除南斯拉夫之外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随后，亚洲
的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和欧洲的瑞典、丹麦、瑞士、芬兰七个国家，在抗美援
朝战争开始之前也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是第一批同新中国正式建交的

非社会主义国家。此时，中国虽然还没有正式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平
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已经成为指导中国与各国关系的基本原则。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推行孤立和封锁中国的政策，

中国仅在 1951 年 5 月与巴基斯坦一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抗美援朝战争结
束以后，中国政府倡导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并

通过参加日内瓦会议和亚非会议，使国际社会对中国希望与世界各国和平共

处的诚意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明显提高。到 1971 年底中
美关系解冻前夕，共有 54 个国家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中国建立
了外交关系，其中非洲 27 个、亚洲 15 个、美洲 3 个，这些国家大多数是亚非拉
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值得一提的是，1964 年，法国作为第一个在和平共处五项
原则基础上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对 70 年代初加拿大、意大利等 6
个西方国家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中国与这些西方国家
外交关系的建立，意味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成为指导中国与亚非拉国家

关系的基本原则，而且也成为指导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五项

原则在国际社会的地理空间和政治空间都得到了明显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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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 年，尼克松访华后发表的《中美上海公报》明确指出，“双方同意，各
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尊重各国领土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
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正式
启动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化进程。① 随后，日本和其他西方大国都先后在和平共
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1979 年 1 月 1 日，中美正式建
立外交关系，建交公报重申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中美关系。
从 1972 年中美关系解冻到 1982 年中国决定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又有 51 个
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其中非洲 16 个、亚洲 8 个、美洲 12 个、欧洲 8 个、
大洋洲 6 个，五项原则的推广从亚非延伸到拉丁美洲和大洋洲。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建立国家间正常关系的问题上变得更加成熟和理

性。正如邓小平所言，“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
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
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
共处五项原则”。② 新时期中国在对外关系上推行全方位的开放政策，全面参
与国际事务，扩大国际交流与合作，外交战线呈现出勃勃生机。从全方位对外
开放到冷战结束，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 16 个，其中非洲 4 个、亚洲 7 个、
美洲 4 个、大洋洲 1 个。外国学者也认为开放后的中国，“不再拒绝同外国交
往，不再挑剔外国时常发生变化和不完善的东西”。③从冷战结束至今，与中国
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共 36 个，其中非洲 4 个，亚洲 15 个、美洲 3 个、欧洲 15
个、大洋洲 3 个。④ 随着中国外交空间的不断拓展，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先后在
中国同 100 多个国家中的建交公报中得到确认，并逐渐成为国际公认的指导
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原则。

(二) 国际会议成为中国传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重要渠道

1954 年 4 月，中国政府参加了关于政治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支和平问
题的日内瓦会议。4 月 28 日，周恩来在关于朝鲜问题的会议上首次发言时就
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一贯爱好和平，反对战争。我们从不侵略、
也不会侵略任何国家，但也绝不容许任何国家对我们进行侵略。我们尊重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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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民的选择和维护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国家制度而不受外来干涉的权

利;同时，我们也要求其他国家用同样的态度都遵守这些原则，并抱有相互合

作的愿望，我们认为，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的世界各国是可以和平共处的”。①

6 月 18 日，周恩来在与澳大利亚外长凯西的谈话中也表示，“中国愿与东南亚
以及西太平洋的一切国家和平共处，这当然也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内。
这是中国对印度的政策，但中国也把这一政策用于其他一切国家。这不仅是
说说而已，而是我们五年来遵循的政策”。② 7 月 21 日，在日内瓦会议的最后一
次全体会议上，越南代表范文同强调，为了在印支地区建立稳定的和平，“我们
要求东南亚人民和亚洲人民在互相尊重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互不侵犯、
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基础上，给予合作”。周恩来也发言表示，“为了维护亚
洲的集体和平……亚洲国家彼此之间应该根据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
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进行协商和合作”。③ 会议最后通过
的宣言要求与会国“在对柬埔寨、老挝和越南三国的关系上，保证尊重上述各
国的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并对其内政不予任何干涉”，④体现了和平共
处五项原则的精神。

1955年 4 月的亚非会议，“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传播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
历史地位”。⑤ 会前中国就确定参加会议的最高纲领是争取缔结亚非国家和平
公约或和平宣言，主要内容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对殖民主义、要求和平、反
对战争。⑥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所的情报评估也认为，中国参加亚非会议的方
针之一将是，“努力寻求达成一份体现出周恩来—尼赫鲁五项基本原则的决
议”。⑦ 4 月 19 日，周恩来在向亚非会议提交的书面发言中指出，“根据互相尊
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的原则，社会制度不同
的国家是可以实现和平共处的。在保证实施这些原则的基础上，国际间的争
端没有理由不能够协商解决”。⑧在会议就所谓的“共产主义威胁”陷入争论的
情况下，针对有些国家的代表对五项原则的措辞和数目的不同看法，周恩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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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3 日的大会发言中强调，“五项原则的写法可以加以修改，数目也可以增
减，因为我们寻求的是把我们的共同愿望肯定下来，以利于保障集体和平”。①

中国代表团为增进亚非国家的和平共处所表现出的政治耐心和诚意，得到了

与会国代表的普遍认可与赞同。会议最终通过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中倡导
的和平相处十原则，不仅包含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容，而且“是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的引申和发展”，②为亚非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奠定了基础。会议期间，
中国代表团还通过积极的外交活动，签署了《中国与印尼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
条约》，搭建起了与众多亚非国家交往的桥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求同存异
的政治主张在亚非国家之间扩散开来。

1971 年 10 月 25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的
决议。11 月中旬，乔冠华率中国代表团赴纽约正式参加了尚在举行的第 26 届
联大。乔冠华在大会发言中指出，“我们一贯主张，国家不论大小，应该一律平
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该成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准则。各国人民有权按照
自己的意愿，选择本国的社会制度，有权维护本国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任何
国家都无权对另一个国家进行侵略、颠覆、控制、干涉和欺负”。③ 这是中国代
表第一次在联合国的舞台上推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了众多国家的响应

和支持。1974 年 4 月，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参加了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
小平同志在会议发言中强调，“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都应该建立在和
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会议期间，邓小平还会见了一些重要国家的领导
人，表示“各国在尊重国家主权、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条件下，开展经济技术
交流，取长补短，对于发展民族经济，是有利的和必要的”。④ 中国代表团的政
治主张在很多国家，尤其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中间引起强烈共鸣。鉴
于联合国当时已有 130 多个会员国的客观现实，以及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不断
提高，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向世界各地的推广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改革开放以
后，中国支持联合国组织根据宪章精神所进行的各项工作，积极参加联合国及

其专门机构开展的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各种活动，努力增进与世界各国

在各个领域的合作，推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深度和广度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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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提供对外援助也是中国传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重要路径

对外援助是一国外交理念在国际社会的明确展示，也是中国和平外交政

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具有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之
际，恰逢国际上美苏冷战正酣之时。为了打破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孤立，国
力十分薄弱的中国，支持亚非拉国家的反帝反霸斗争，并保持了相当规模的对

外援助，援助的对象主要是朝鲜、越南和蒙古等社会主义国家和亚非新独立国
家，其中援助最多的国家是朝鲜和越南。不论是建国初期把对外援助看作“一
项严肃的政治任务”，“对兄弟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应尽的国际义务”，①还是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受左倾思潮的干扰，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作为对外
援助的出发点，②中国虽然都有自身的政治诉求，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始终是中

国对外援助的基本前提。这一时期，中国政府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
上推出的对外援助八原则，对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扩散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1963 年底到 1964 年初，为了扭转因同时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抗给中国
外交造成的被动局面，周恩来总理率团访问了非洲十国，这是新中国领导人首

次踏上非洲大陆，也是新中国与非洲的“开山之旅”。1964 年 1 月 14 日，周恩
来在与加纳总理恩格鲁玛的会谈中，提出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1 月
16 日，在两国政府发表的《联合公报》中，向全世界宣布了《中国对外经济技术
援助的八项原则》，即平等互利; 尊重受援国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
求任何特权;中国以无息或低息贷款方式提供援助; 帮助受援国走自力更生、
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力求投资少，收效快;提供中国最好的设备和物资;帮

助受援国掌握技术;专家待遇一律平等。③ 1 月 21 日，周恩来在访问几内亚的
一次讲话中强调，新独立的亚非国家在各自发展独立的民族经济过程中，“应
该互通有无、互补短长、互相援助。一切援助都是相互支持的，都应该完全符
合平等互利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决不允许利用援助进行控制、掠夺、干涉
甚至颠覆”，④从而进一步阐明了中国政府对外援助的原则和立场。
中国的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在国际经济合作领域独树一帜，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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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其中的“绝不附带任何条件”一项，明显区别于西方国家一贯的有条件对外
援助的做法，充分体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深刻内涵，有利于亚非国家更好

地了解并理解中国，为中国发展与非洲及其他地区的国家间关系注入了新的

活力。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就曾表示，“无论是在中国给予我国的巨大的经济
和技术援助中，还是我们在国际会议的交往中，中国从来没有一丝一毫要左右

我们的政策或损害我们国家主权和尊严的企图”。① 1976 年以前，中国对外援
助的国家和地区高达 110 多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扩散也随着中国对外援
助范围的扩大不断向纵深方向推进。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对外援助的方式、主
体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外援助逐渐朝着互惠互利、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
展。但是，中国坚持对外援助不附带任何条件、不干涉受援国内政、充分尊重
受援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模式的权利的核心思想一直没有改变，新时期中

国制定的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诺、互利共赢的对外援助基本原则，正是
中国继续贯彻和推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重要体现。

(四) 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传播也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以传播的重

要平台

由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超越了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发展水平的差异，反
映了国际关系的本质特征，所以自五项原则提出之后，“赞成五项原则的国家
就一天天多起来”。② 1954 年 10 月 18 日，越南领导人胡志明在与尼赫鲁发表
的两国联合声明中，明确表示了对五项原则的信任和支持，并希望在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与柬埔寨、老挝和其他国家的关系。12 月 23 日，铁托
和尼赫鲁在南斯拉夫与印度的联合声明中宣布，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

础上发展双边关系。1955 年 1 月 17 日，南斯拉夫和缅甸也发表了类似的声
明。3 月 18 日，尼赫鲁和西哈努克亲王签署的印柬联合公报指出，和平共处五
项原则实际上是和平“最好的保障”( the best guarantee) 。此后，柬埔寨在很多
声明中都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重要性。
亚非会议的召开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国际认可进一步增强。6 月 22

日，尼赫鲁在访问苏联后与苏联总理布尔加宁发表了一个声明，声明在支持和

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还对互不干涉内政做了一点小小的改动，即“互相
都不因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原因干涉彼此的内政”。③ 6 月 26 日，尼赫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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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与波兰总理发表了支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声明。11 月 3 日，缅甸总理吴
努在访问苏联之后，也与布尔加宁发表了类似声明。赫鲁晓夫与布尔加宁于
1955年 11—12 月对印度、缅甸和阿富汗进行了访问。其间发表的声明和演讲
中，都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表示了赞赏和支持。1957 年 5 月 20 日，尼赫鲁访
问锡兰 ( 今斯里兰卡 ) 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 ( Ban-
daranaike) 表达了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信心，强调“五项原则就是亚非会议
扩大了的和平相处十项原则的一部分”。① 同年夏天，越南领导人胡志明在对
东欧国家的访问中也强调了自己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忠诚。

1957年 9 月，在第 12 届联大上，根据苏联代表的建议，毫无争议地把关于
各国和平共处的问题列入了会议议程，这是“五项原则自 1954 年正式宣布以
来的一个有意义的步骤”。② 印度、瑞典和南斯拉夫也向大会提出了题为《各国
和平和善邻关系》的决议草案，其中包含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容。一些国
家的代表认为，“加入联合国大会呼吁各成员国在其相互关系中以这些原则为
指导，必将大大有助于国际局势的改善和缓和”。③ 12 月 14 日，联大全票通过
了印度、瑞典和南斯拉夫的决议草案，即第 1236( Ⅻ) 决议。决议内容虽然没有
使用“和平共处”的文字表述，但包含了五项原则的基本思想和内容，强调应
“依据互尊互惠，互不侵犯，尊重彼此主权，地位平等，领土完整及互不干涉彼
此内政等原则，发展各国间之和平容忍关系”，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促进各
国的友好合作。④ 这是五项原则首次以联大决议的形式获得世界范围内的承
认。受 1955 年亚非会议将五项原则写入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的影响，第一届
不结盟国家会议也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不结盟运动的指导原则。

1954 年中印、中缅联合声明系统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它就“成为联
合国成员国以后讨论国际法原则不可或缺的渊源”。⑤ 1961 年，联合国大会第
六委员会⑥提出一项议题，即“审议各国和平共处的国际法原则”。许多国家代
表认为，“对和平共处各项原则的编纂是现代国际法发展的趋势”。由于美国
等西方国家的反对，该议程的题目修改为“审议各国依照《联合国宪章》建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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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合作关系的国际法原则”。① 经过 10 年的努力，1970 年第 24 届联大第 2625
号决议通过《关于各国依照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合作关系的国际法原则宣
言》，宣言中包含了五项原则的具体内容。作为公认的现代国际法重要文件，
“该决议以协商一致的方式获得联合国大会通过，标志着国际社会普遍接受了
宣言的各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自然也得到了广泛的国际认可。② 1974
年 5 月 1 日，联合国大会第六次特别会议通过的《建立新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宣
言》，规定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 20 项原则，其中首先提及的就是五项原则
的内容。同年 12 月，第 29 届联大通过的《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也包括
了诸如领土完整、主权平等、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公平互利、和平共处等
与五项原则内涵完全相同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

精神。1976 年欧安会的最后文件中，也包含了主权平等、领土完整、不干涉内
政、边界不可侵犯等与五项原则精神一致的内容。客观地说，到 20 世纪 70 年
代中期，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 20 年之后，它已经作为国际法的基本准则
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接受。

结 语

新中国建立后，在如何维护自身的独立与安全，如何在复杂的国际体系内

与外部世界重建关系，提出国家之间的相处之道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们面临的

一大问题。世界权力发生翻天覆地变化之际，也是各种理念碰撞和争论的大
好机遇。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代表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国家独立后的心声，反映了国际社会的巨变。中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不是通过外力强加给他国，不是以所谓居高临下的“文明”标准来教化人，而是
在平等交往过程中，从周边有着共同遭遇和历史经历的国家着手，一步一步传

播自己的理念，逐步嵌入到更多的国际会议和国际条约中，从意识形态相同的

国家扩展到相异的国家。中国参与国际社会的过程也是中国理念与国际社会
互动的过程。目前，国际关系学界研究更多的是西方规范如何扩展到世界的，
忽视了非西方世界在国际社会规范发展上的贡献。现在已到了反思这个问题
的时候了，需要学界去挖掘和提炼这方面的经验，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

和传播为我们提供了极好的参照和借鉴。

18

理解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传播

①
②
〔葡〕米格尔·塞尔帕·苏亚雷斯:《原则影响无时不在( 观点) 》。
同上。



pan，and ASEAN is reshaping the East Asian order． The biggest chal-
lenge in establishing this order is that the four forces are engaged in a
new game and will be unlikely to reach a consensus on the future objec-
tive． They have more and more different considerations on the regional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Against this background，China should fully re-
alize the effects of its rise in the region，improve the Chinese discourse
on East Asian community，promote the top-level design of establishing
regional institutions，devote itself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n open East A-
sian community based upon common interests，develop an East Asian
community of common interests and responsibilities through institutional-
ized cooperation，make great efforts to realize an East Asian community
of a shared future，and cultivate an equal，cooperative，mutually benefi-
cial，and open East Asian order that is based on common interests．

The Diffusion of the Five Principles of Peaceful
Co-Existence Yuan Zhengqing and Song Xiaoqin ( 66)……
The diffusion of international norms is an important topic in the disciplin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estern theories tend to emphasize the top-
down instruction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and learning at the state level，
and empirical studies focus on the diffusion of Western norms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Consequently，the role of non-Western countries is neglec-
ted in the process of norm diffusion． The diffusion of the Five Principles
of Peaceful Coexistence offers an excellent opportunity to examine the be-
haviors of non-Western countries． The Five Principles proposed by China
was neither imposed forcibly upon other countries nor intended to edu-
cate others in a condescending manner with a so-called “civilized”
standard． Instead，the Five Principles started to diffuse in the process of
equal interactions with the neighboring countries of similar experiences in
history． Gradually，it embedded itself into more international meetings
and treaties through establishing diplomatic relations，convening interna-
tional meetings，participating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offering
foreign aid and expanded from ideologically similar countries into ideo-
logically divergent ones．

The World Economic Order in the Post-Financial Crisis
Era: Economic Power，International Ｒules，and
Governance Philosophy Xu Xiujun ( 82)…………………………
The shock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has brought about the disorder of world


